
非认知主义的建构主义*

———兼论一种认知主义的康德建构主义

范 志 均

［摘 要］ 罗尔斯和科斯嘉的康德式建构主义试图超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的对

立，其既反对认知主义，也否认非认知主义，代之以实践的建构主义。但由于这一进路把

道德的实践性置于道德的认知性之上，道德的实践性被认为优先于其认知性，从而使它面

临一种非认知主义的嫌疑，也使它与表达主义相类似。然而，一种认知主义的康德建构主

义是可能的，它呈现为一种内在的认知主义，道德的认知性被内在置于其实践性之中。

［关键词］ 实在论认知主义 康德式建构主义 非认知主义 内在认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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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的客观性问题是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争论的基本问题。认知主义一般都肯定道德是

客观的，主张道德判断是对自然或非自然实在的描述，因此是认知性的。非认知主义则一般否定道

德是客观的，认为道德判断是对情感或态度的表达或对意志的规定，因此是非认知性的。由罗尔斯

和科斯嘉 ( Christine M. Korsgaard) ① 阐发的康德式建构主义则尝试超出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的

对立，主张道德判断既不是对世界事实的描述，也不是对情感或态度的表达，而是对实践问题的解

决。因此，这一进路既不是认知主义的，也不是非认知主义的，而是一种实践的建构主义。②

实际上，康德式建构主义并没有真正超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的对立，相反它面临着一种非

认知主义的嫌疑，这一点使它与表达主义相类似或趋同。不过，一种认知主义的康德建构主义是可

能的。本文第一、二部分通过追述罗尔斯和科斯嘉对反认知主义的康德式建构主义的阐发，论证康

德式建构主义类似一种表达主义，因此是一种非认知主义; 第三、四部分则阐明作为一种内在认知

主义的康德建构主义的可能性。

99

*

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从反启蒙回到启蒙的德国现当代伦理演进逻辑研究” ( 17BZX091 ) 、
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德国古典哲学相互性原理研究” ( 17JHQ013) 、江苏省道德发展研究院的阶段性成果。

Christine M. Korsgaard，中文译名有科斯嘉、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Ch. M. 科丝嘉等，本文正文中统

一译为科斯嘉。
See Christine Korsgaard，The Constitution of Agen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 309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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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认知主义与建构主义

罗尔斯在批评直觉主义的基础上阐发了一种康德式建构主义。正如他看到的那样，对直觉主义

来说，“善”和“正当”等道德概念是不可分析和不可定义的，道德基本原则是自明的真命题，它

表述好的理由; 道德判断包含真值，而它是根据一种先于和独立于我们人格和社会观念的道德秩序

被确定为真的。但康德式建构主义否认道德秩序是独立于理性行动者而客观存在的，它主张道德秩

序是由理性行动者通过 “建构程序 ( 定言命令程序) 制定的”，而建构程序的形式和结构 “反映着

作为理性的和合乎情理的自由的道德人格”，表达了理性行动者实践理性的要求。① 对于直觉主义

来说，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取决于它符合独立的道德秩序，该秩序先于合理和理性的标准，也先于自

由和平等的道德人的观念。但康德式建构主义诉诸实践理性判断的一致性来解释道德判断的客观

性，只要服从合理和理性的所有相关标准的判断就是客观正确的判断，正确运用建构程序所产生的

道德原则是客观有效的，不存在脱离建构程序的道德事实。②

罗尔斯把康德的绝对命令公式看作一种道德法则得以被建构的程序，但绝对命令程序本身不是

建构出来的，而是被实践理性设定的，它建立在合理和理性的自由平等人的观念基础之上，自由、
平等的道德人通过建构程序而把表达自由、平等的规范原则建构出来，道德规范就 “是”表达或

呈现自由、平等而合理、理性的人的原则。③

科斯嘉进一步发展了康德式建构主义。她反对各种形式的道德实在论。道德实在论一般主张，

道德概念具有认知功能，我们通过道德判断获得道德知识，并运用道德知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据

此伦理学就是一种理论学科，它的任务是发现我们能够运用于行动的伦理知识。④ 但根据康德式建

构主义，道德概念不是用来认知实在的，而是用来指称规范问题及其解决的，比如 “薄”的 “正

当”和“善”概念即指解决有疑难的实践问题，“正当”概念的作用就是引导行动，“善”概念的

功能则是引导我们对目的的选择，对“正当”或 “善”概念的说明就是去追问是否存在规范问题

的某种特征足以向我们显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⑤真正的实践问题包含了答案，或者说，对实践

问题详细和准确的描述就会实际产生答案，道德概念就是对包含正确答案的实践问题的描述，对这

种概念的正确运用就能得到规范真理，它源自对规范问题的解决。⑥

科斯嘉指出，我们作为理性行动者必须自由行动的事实设定了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实践问题，

即我们应当做什么; 而我们只要反思这个实践问题的性质就能到达绝对命令: 否定的自由概念即是

指称“当没有什么决定‘我’的行动时‘我’应当做什么”这个问题，而肯定的自由概念则描述

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即按照你能够意愿作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⑦作为自由的行动者，我们需要

选择和辩护我们行动的理由，而理由来自原则，绝对命令即提供了我们行动的理由，因为绝对命令

就是我们自由意志的法则，它描述了自由意志为了是自由意志必须做什么，即必须按照能够成为普

遍法则的准则行动。⑧

二 实践的和非认知的建构主义

对认知主义如直觉主义来说，道德判断是道德信念的表达，独立于行动者的道德性质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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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被认知; 同时道德判断也是实践性的，能够激发动机，虽然它不能单独而必须结合欲望才能引

导行动。① 不过就认知主义而言，道德的认知性是优先于其实践性的。

罗尔斯否定认知主义的认知优先性，代之以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实践优先性。他批评直觉主义单

薄地看待道德和道德的人，即为了把道德看作认知性的而削弱了道德的实践性，只要求 “一个单

薄的人观念，即作为认识者的人”② 而遗漏了作为行动者的人，由此在道德首要原则内容已经确定

的条件下，“对自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原则并受这种知识驱动”③。如此一

来，直觉主义等于把道德的实践性还原为道德的认知性，直觉到作为 “先天和先在秩序”的道德

原则的认知者自身就会 “产生出”“因这些原则本身之故而按照它们去行动的欲望”④。
但是，对罗尔斯而言，不存在先在的道德原则，因此也就不需要纯粹的认知者，相反需要提出

道德要求的行动者。自由、平等而又合理、理性的人需要道德，但对他们而言，道德是实践性的，

他们面临着“应当做什么”或“做什么是好的”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应当做什么”就是寻

求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不是一种独立于行动者而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东西，而是一种依赖于行动

者并通过程序被建构的行动原则。行动者通过程序对道德原则的建构是实践的建构，建构实践原则

与道德实践是同一个过程。⑤

理性行动者直接通过实践建构道德原则来引导行动，实践理性首先是实践的而不是认知的，是

规定意志的而不是认识对象的，因此它 “既不是构成性的，也不是调节性的，而是导向性的: 它

对选择的能力进行直接的导向，而不像知性那样，提供一些有待组织的、关于它自己的独立质

料”⑥。实践理性对选择能力的导向是直接以 “道德法则的理念指导的”，而道德法则是通过绝对

命令程序被建构的，不是通过理性认知被给予的。

科斯嘉批评道德实在论把规范问题首先看作一个 “第三人称的、理论上的问题”，亦即独立于

行动者之外，站在观察者立场上回答 “一个关于某种理智动物为什么会以某种方式行动的问题”⑦。

对道德实在论来说，存在着独立于行动者的规范实体，行动者必须作为观察者去认识规范实体，追

问规范问题就是关注规范实体，探讨它们，研究它们。⑧只有认识了它们，人们知道什么是善的才

能去做善的事情。

但对康德式建构主义来说，道德概念首先是实践性的，它们 “涉及的都是深远而重要的实践

事务”⑨，“如果你认为一个行动是对的，你就会认为自己应该去做它———你的想法至少给你提供

了做它的动因”⑩。道德判断不是对规范事实的认知，而是对规范性问题的解决。规范性问题是第

一人称的实践上的问题，它不是站在独立于行动者的观察者立场上提出的道德认知问题，而是处在

行动者的立场上，对那个向其施加了道德要求的行动者提出的实践问题，以及 “对那个必须实际

地做道德要求他做的事情的那个道德行为者提出的问题”瑏瑡。规范性问题只能实践地解决，因此不

需要先在的规范性真理，相反，只有解决了规范性问题，我们才能发现规范性真理瑏瑢 ; 只存在通过

程序建构出来的规范性真理，它 们 内 在 地 来 自 “自 由 意 志 本 性 产 生 的 原 则”，即 实 践 推 理 的

原则。瑏瑣

然而，到底规范性真理是实践的条件，还是实践是规范性真理的条件? 我们只有知道了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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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才做善的事情，还是只有做善的事情才知道什么是善的? 道德实在论选择前者，即规范性真理

是行动的条件，只有知道何为善的才能为善，因此它是一种认知主义。而康德式建构主义选择后

者，即行动是规范性真理的条件，我们只有通过为善才能知道何为善，因此它是一种非认知主义。

科斯嘉拒绝道德实在论把实践问题的解决看作规范性真理的实践运用，也否认理论性的道德知

识能够引导行动。对她而言，“道德实践的动机不是来自道德的知识或理解，也不必然伴随着道德

概念的正确运用”①，即使一个人发现某个行动是其义务的事实也不能 “激发他行动”②。对道德实

在论来说，拥有知识就好比拥有一幅世界地图，运用地图就能够到达决定去的任何地方。但科斯嘉

指出，运用地图的能力不可能是由地图给予的，或者说，运用知识的能力不可能是由知识给予的，

拥有知识并不能使行动者就具有运用知识的行动能力。③ 即使我们拥有善的知识，知道做什么是好

的，但我们并不能从善的知识直接推出为善的义务，因为这种知识是纯粹理论性的，将它运用于行

动并不对行动产生约束，激发并引导行动。④

科斯嘉相信康德式建构主义不会面临这种认知主义的实践难题，对它而言，道德是直接实践

性的，间接才是认知性的，而道德实践就是出于理由而行动。不过，道德行动的理由不是被发现

的，而是通过实践程序被建构的; 不是我们认知了理由然后出于理由行动，而是我们在建构理由

的同时即出于理由行动。理由内在于行动，是实践性的，能引导行动; 也是驱动性的，作为动机

激发行动。⑤

但是，康德式建构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非认知主义的实践逻辑之中。既然它否认先于实践

理性的道德真理，不需要有对客观的道德真理的认知和用于引导行动的道德知识，那么我们的行动

也就不是由知识驱动的，我们的实践就是非认知性的实践，实践问题就仅仅是一个如何选择和决策

的问题，而只要按照实践理性的要求，运用建构程序就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由此，建构程序不过

是非认知性的构造程序，通过它只能建立纯粹实践的法则，提供非认知性的行动理由。如此一来，

康德式建构主义就在强调道德实践性的同时降低了道德的认知性，在反对认知主义的同时使自身成

为一种非认知主义。其实道德判断的认知性与实践性并非相互排斥的，一种反休谟动机论的认知主

义就能把这两者联结起来，即道德判断或认知直接促发行动的动机，道德行动是认知驱动的⑥，否

则我们就是在盲目地行动。

对康德式建构主义来说，道德概念指称的不是独立于行动者的道德实在，而是实践规范问题及

其解决，而对规范问题的解决就是建构 “人性的实在”，如正义社会、目的王国等，因此道德概念

实际上描述的是这种“被建构的实在”。⑦正如 “椅子”概念是对 “人需要坐下”问题的解决，并

且描述“人造”的实在物一样，绝对命令原则是对自由行动问题的解决，并且是对被建构的人性

实在的描述。⑧也就是说，道德判断不单纯是引导行动的，也是描述性的，只是它描述的不是独立

的实在，而是被建构的实在，这给予它以认知主义的外表。但这种认知主义的外表掩盖的恰是它非

认知主义的实质: 对它来说，道德判断引导行动优先于认知实在，只存在后于而非先于实践建构的

规范真理。不是行动是真理的运用，而是真理是行动的结果; 不是输入的是真理、输出的是行动，

而是输入的是行动、输出的是真理; 不是知识引导行动，而是行动产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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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知主义如表达主义否定存在独立的道德性质，因此道德判断不可能是认知性的而是实践性

的，道德性质不过是情感或态度的反应或投射。① 康德式建构主义否定道德判断首先是认知性的，

并且也如强调实践性的表达主义一样，强调道德特性是我们人类本性的投射: “道德奠基于我们的

人类本性中，道德特性是人类禀性的投射。”② 规范表达主义者吉伯德 ( Allan Gibbard) 认为，科

斯嘉说道德特性是人类禀性的投射，也就等于说 “道德陈述表达了心灵的实践状态”③，或者 “道

德主张表达了一个人对生活原则的反思性认可”④，这其实就是科斯嘉版表达主义的学说。施罗德

也认为，科斯嘉式建构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表达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一些有意义的道德断

言是在理性上不可否认的”⑤。

不过科斯嘉版建构主义的表达主义并不把道德特性看作情感或态度的投射，而是看作理性属性

的投射，“价值奠基于理性属性———特别是奠基于反思意识的结构———而且价值投射在世界之

中”⑥ ; 也不把道德陈述看作情感或态度的表达，而是看作意志本性的表达，实践原则就 “产生于

意志的本性之中”⑦。自由意志是不可认知的，但它可以实践地表达出来: 自由意志为了成为其自

身就必须“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绝对命令，绝对命令就是表达自由意志的法则。⑧ 意志本

性内在于人的同一性之中，表达意志本性的原则也是表达人的同一性的原则。人的同一性是一切道

德的理由或原则的来源，而一切道德的理由或原则都是对一个人的同一性的表达: “你的理由表达

了你的同一性，你的本性”⑨，“你用来决定行动的原则或法则，是你把它看作是自我表达的那个

原则”瑏瑠，“你的意志的原则是你自身的表达”瑏瑡。人对自身同一性的表达也是人对自身的建构，人

在通过道德的理由或原则表达自身同一性的同时也在建构人自身的同一性。“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行

动原则视为自身同一性的表达，并且，如果我们也选择了我们的行动原则，那么，我们的任何行动

都是在建构我们的同一性。行动不只是为了导致外部世界的某种事态的发生———同时也是一种自我

构成的形式。”瑏瑢换言之，我们对自身同一性原则的建构也就是我们对自身同一性的表达，康德式建

构主义就是一种表达主义。

康德式建构主义不否认道德判断是客观的，只是它不是认知上客观的，而是实践上客观的。这

种实践的客观性表现在，道德判断建立在建构程序之上，而建构程序又以所有人共享的先天的实践

理性为基础。但是，正如吉伯德所言，建立在反思认可基础上的科斯嘉版表达主义不过是一种受逻

辑约束的反思主观主义。瑏瑣 对它而言，道德原则或理由不是 “我们凭直觉就能发现的外在于那里

( 世界之中) 的东西”瑏瑤，而是意志本性投射到世界之中的东西，也是我们人类创造的东西; 不是

只有一个准则适合成为一条法则，我们才意愿它，而是 “只有我们意愿它，它才能成为一条法则，

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了作为结果的价值”瑏瑥，据此被创造的法则或理由只是我们意志本性的

表达，因此是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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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41，p. 142.
马克·施罗德: 《伦理学中的非认知主义》，张婉译，华夏出版社，2017，第 212 页。
参见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 《规范性的来源》，第 112 页。
See Allan Gibbard，“Morality as Consistency in Living: Korsgaard's Kantian Lectures”，p. 147．



三 内在的认知主义

康德式建构主义一方面否定了实质的实在论，建立了一种程序的实在论①，另一方面又反对已

有的认知主义，但它不仅没有建立一种新的认知主义，反而落入一种非认知主义之中。虽然我们并

没有否定康德式建构主义也包含某种认知成分，但仍不能由此说它是一种认知主义。正如直觉主义

的道德判断不排除实践性一样，康德式建构主义的道德判断也不排除认知性; 但直觉主义的认知先

于实践，而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认知后于实践。如果直觉主义是一种先知主义，那么康德式建构主义

就是一种后知主义。这种后知主义是不能称之为一种认知主义的，因为我们通过实践并在实践中认

知，因而实践本身不是由认知引导的，相反，认知是由实践决定的。那么，能不能把这种后知主义

扩充为一种认知主义? 显然不能。因为认知主义的道德真理不可能是实践程序建构的结果，通过实

践程序建构的道德真理最多具有实践的客观性，而不具有认知的客观性。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一种非认知主义，但并非一切建构主义都是非认知主义的，一种康德建构主

义就能够是一种认知主义。对此，我们可以通过 “道德法则作为出现在我们意识中的理性事实，

并且作为客观根据能够被我们先天认识”② 这一观点予以确证，即我们不仅遵循道德法则，而且认

识道德法则; 我们并不是通过实践认识道德法则，而是先于实践或至少不后于实践 “先天地”就

能认识道德法则。康德不仅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而且还区分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即关

于对象的知识与关于自身行动的知识，关于自然法则的知识与关于道德法则的知识，亦即 “涉及

到意志的规定根据的知识”③。某种意义上，康德伦理学就是一种实践知识论，他承接和发展了从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以来形成的实践知识论或实践认知主义传统。④ 并且就康德而言，实

践理性就是一种实践认知能力，而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行为能力，据此我们可以把康德建构主义解释

为一种认知主义。⑤

认知主义和康德建构主义是相容的。但康德建构主义的确不可能是一种罗尔斯所批评的直觉主

义认知主义，也不可能是一种科斯嘉所批评的实在论认知主义。无论直觉主义还是实在论都强调，

道德认知优先于道德实践。也就是说，认知独立于实践，也分离于实践，而这意味着认知本身不是

实践性的，而是理论性的。由此，认知对实践的引导就变成了科斯嘉所说的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然而，正如科斯嘉看到的那样，本身是非实践性的认识，即纯粹理论性的知识怎么可能引导实践，

尤其是引导自由的实践呢? 这种纯粹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很可能退化为一种控制行为的技术。但科

斯嘉据此否认道德的认知性、否认一切认知主义的确有些反应过度。因为并不是一切认知都是独立

于实践的，亦即纯粹理论性的，完全有可能存在一种不分离于实践、并且依赖于实践的认知，这种

认知即是一种实践性的认知。康德的道德认知就是这种实践性的认知，道德知识就是一种关于自由

的实践法则的知识，而非必然的自然法则的知识。这种实践性认知本身直接就能引导行动，而不必

通过运用于实践间接引导行动。道德实践不是理论的工具式运用，其本身就是由认知构成的，实践

知识就是行动的形式因⑥，因为道德认知不是对独立于行动者的对象的观察性的认识，而是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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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动者自身意志的根据的认识; 不是对中立于行动者行动的理由的认识，而是对能激发行动者自

身行动的理由的认识，即对构成自身行动必然性的道德法则的认识。

康德式建构主义之所以与认知主义对立起来，只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而削弱道德的认知性，是因

为它外在地看待道德认知。实质实在论的认知是外在主义的，道德特性被看作存在于世界那里，因

此是独立于认知者的，认知者作为观察者认知道德性质，道德认知就是对外在的道德特性的描述。

如此一来，道德特性与认知、道德认知与行动就是分离的，认知与动机、认知者与行动者也是分离

的。但是，如果道德特性独立于认知者，认知者如何可能认知地通达外在于他的道德特性呢? 超越

的道德特性如何可能内在地给予认知者呢? 即使外在的道德特性能够给予认知者，一种关于道德特

性的观察者的知识，即中立于行动者的客观知识又如何可能激发和引导行动呢? 认知的外在主义必

然面临这种难以克服的认知 － 动机难题。罗尔斯和科斯嘉就是这样外在地看待道德认知的，对于认

知外在主义的认知 － 动机难题，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否定认知主义，走向实践主义，遂成

为一种非认知主义的建构主义。

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修正康德式建构主义对道德认知的外在主义观点呢? 换言之，认知主义

是否仅限于这种外在的认知主义，是否还存在一种内在的认知主义，依据它，道德规范原则并不独

立于而是依赖于认知者，并不超越于而是内在于认知者，并且这种认知也不独立于行动而同时就构

成行动的内在动机激发行动，从而能够解决认知外在主义的认知 － 动机难题呢? 依据康德，显然有

两种认知，一种是“对象使表象成为可能”，另一种是 “表象使对象成为可能”。① 如果 “对象使

表象成为可能”，那么这种认知就是外在的; 如果 “表象使对象成为可能”，那么这种认知就是内

在的，因为对象不是直接被给予表象的，而是被表象或概念构造出来的，认知即是一种建构，因而

内在的认知就是一种建构性的认知，它建构了它所认知的对象，认知对象就是构造对象，而不是被

对象所构造。如果道德认知是内在的，那么这意味着道德法则或理由不是直接被给予的，而是被建

构出来的，对道德法则或理由的内在认知就是对道德法则或理由的构造，就是自己建立自身行动的

准则，因而道德的内在认知主义就是一种道德建构主义。道德认知是内在的还在于，认知构成行动

动机，它要求这种认知首先必须是对自身行动法则的认知，其次还必须是实践的认知，认知者同时

是行动者，他作为行动者向自己提出给予自身行动法则的内在要求，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给予的法则

表象行动。由此，内在的认知就是一种实践的认知，它内在于行动并引导行动。

然而，是否存在这种建构性的内在认知呢? 对实在论认知主义来说，不存在这样的认知，但对

康德来说，却存在这种认知。即使在理论理性层面，那种对独立于表象者的对象的认识也是不存在

的，因为完全超越于表象者的对象是物自身，它不是被给予的，因此是不可知的。只有依赖于表象

者的对象，即内在于表象者的现象才是可知的，而现象不是直接给予我们，而是通过运用概念与直

观的综合构造给予我们的，因此我们关于现象对象的认知是建构性的，我们通过对对象的构造而认

识对象，或者说，我们在构造对象的同时认识对象，我们认识的是我们建构的对象。同样，对康德

来说，道德法则是我们意识中的对象，它就是被我们意识到的理性事实。但道德法则不是独立于理

性行动者的事实，也不是可以通过直观被给予的事实，因为理性行动者并没有这种可直接通达理性

事实的直觉能力。它也不可能是从自由意志推出来的，因为自由意志是不可知的。科斯嘉式的建构

主义可以仅仅按照自由的观念通过实践程序把道德法则作为实践法则建构出来，但遵循单纯实践建

构的道德法则的行动是自发的行动，不是先知或自觉的行动。道德行动应当是先知或自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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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道德法则并按照道德法则表象的行动。既然道德法则不仅是实践的法则，也是被认知的行动

法则，并且它不是独立于表象者而被直接给予的，那么它只有通过表象者的认知建构而被给予。正

如表象使对象成为可能的现象认知建构是可能的一样，道德表象使道德行动成为可能的道德法则认

知建构也是可能的。如果通过直观与概念的综合构造出对象并认知对象，那么质料准则与法则形

式，或感性欲求与理性意志的先天综合就构成道德法则并意识到道德法则。① 康德绝对命令程序不

仅是实践性的建构程序，更是并且首先是认知性的建构程序。由此，输入作为感性事实的准则表

象，输出来的则是被意识到的作为理性事实的道德法则表象。我们通过对道德法则的建构而认识道

德法则，或者说，我们在建构道德法则的同时认识道德法则，我们认识的是我们自己建构的道德

法则。

四 道德认知性与实践性的同一

对康德建构主义来说，道德法则能够被认知，而且 “通过理性先天地被认识”②，“作为我们

先天意识到并且是必然确定的一个纯粹理性的事实而被给予的”③。道德法则也不难被认知，理性

行动者“一旦为自己拟定意志的准则”就会“直接意识到”道德法则，“它是最先向我们呈现出来

的”④。理性行动者通过建构而 “直接意识到”道德法则，而道德法则又是行动者通过自己准则的

普遍立法被建构的。⑤正如我们意识到纯粹理论原理是由于 “注意到理性向我们指出的对一切经验

性条件的剥离”⑥一样，我们最先呈现的纯粹实践法则 “是由于我们注意到理性用来给我们颁布它

们的那种必然性”⑦，即实践理性通过自身准则进行普遍立法的必然性。正如我们意识到自然对象

是由于理论原理对经验条件的综合构造一样，我们认知到道德法则必然是由于 “为自己拟定的意

志准则”与纯粹意志立法形式的综合建构，或主观准则与法则形式的综合建构。⑧

在康德那里，纯粹理性是实践性的，能够引导行动，但这并不是说实践理性不是认知性的，它

也能够是认知的: 如果道德行动是自主的而不是自发的，那么道德行动一定是自我意识的行动，即

认知自己所意愿的理由的行动，或者意愿自己所认知的理由的行动。由此自主的行动就是由认知的

意愿或实践的认知引导的行动，而不是运用理论知识引导的行动。自主的行动也要求认知，本身就

是认知自己所引起的行动，并意愿自己所认知的行动。由此实践认知就是一种自我认知，即自己应

当做什么的自身知识。⑨ 理论知识不是一种自我知识，而是一种对象知识。实践认知像理论认知一

样是建构性的，但它不是一种对象建构，而是一种自我建构。或者说，它建构的对象其实就是行动

者自身，行动者通过建构对象而把自己建构出来⑩，即行动者通过认知自身应该做什么而把自身行

动建构出来，也把如此行动的自身建构出来: 实践的认知不是对独立于行动者的道德特性的认知，

而是对约束行动者的道德法则的认知; 实践的知识不是外在于自身行动理由的知识，而是内在于自

身行动理由的知识，或者产生自身行动理由的知识，即 “涉及到意志的规定根据的知识”瑏瑡。行动

者通过实践认知建构自己加诸自身行动的道德法则，形成按照其行动的理性法则表象，知道自己应

该做什么，并能够那样去做，成为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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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行动者内在意识到道德法则，并被要求作出回应，即被激发 “根据先天的实践原则……

来行动”①。对康德来说，被认识的道德法则能够产生义务约束行动，因为道德法则表象作为实践

的自我知识内在于行动，提供行动的理由，理性行动者必然意愿据之行动，也被命令据之自主行

动: “因为他意识到他应当做某事”，所以他能够“做某事”。② 恩格斯托姆 ( Stephen Engstrom) 认

为，实践知识是有效力的知识 ( efficacious knowledge) ，它不仅产生对象的形式，而且产生对象的

存在 ( existence) ，即不仅认识行动，而且能够实现行动③; “我”应当 φ 的知识通过选择导致

“我”φ-ing，或者“我”知道“我”应当 φ，凭借这个知识“我”懂得由“我”去 φ。④

在康德那里，敬重是有限理性行动者对道德要求作出的敏感性反应，它的功能就是把权威添加

给道德法则，使道德法则成为行动的主观动机，同时也使道德法则的客观性直接显现出来，让行动

者经验到被道德法则所约束。巴格诺利 ( Carla Bagnoli) 认为，敬重是一种能动性的先天情感，只

要想到什么事情是正确的，它就能够被激起，使我们主观上意识到道德法则在我们行动中的运作;

只要慎思去做什么，我们就被关于理性要求的表象所驱动，意识到我们能够是自主的。⑤

巴格诺利还注意到，康德的道德动机是认知性的。也就是说，道德行动是由对道德法则的认知

驱动的，因为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是由对道德法则的认知产生的。⑥ 但这不是说，有限理性行动者之

服从法则完全是由敬重引起的，否则道德行动的动机就完全是由情感引发的。事实上，不仅法则依

赖于敬重，而且敬重也依赖于法则，是由法则引发的，因为法则是至高的，义务是崇高的。⑦我们

只有通过建构才能内在认识道德法则，进而才能看到道德法则的崇高和绝对有效，由此它才值得引

发道德敏感性反应，“造成”对它的敬重。也就是说，“我直接认做对我是法则的东西，我亦以敬

重认识之”⑧; “我”在内在认知法则的同时也被所建构的法则引起对它的敬重，激发 “我”自愿

服从法则，引导“我”按照法则表象去行动。

总之，非认知主义否定道德的认知性，只认可道德的实践性。直觉主义的认知主义与康德式建

构主义则割裂了道德的认知性与实践性，前者强调道德的认知性，认知独立于实践，也优先于实

践; 后者强调道德的实践性，实践独立于认知，也优先于认知。作为一种内在主义的康德建构主义

基本上实现了道德认知性与实践性的同一，认知是实践性的，实践也是认知性的，认知提供行动法

则或理由，并激发动机引导行动。

(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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